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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
——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刘云刚，叶清露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510275)

摘要摘要：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

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

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

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

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

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

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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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已被众多实证

研究所验证[1]。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展开：

一部分学者主要研究路径依赖本身的机理及其发

生条件，典型如帕菲特·道格拉斯（Puffert Douglas）

对铁路轨道标准路径依赖的研究[2]、贝尔曼·阿尔方

斯（Balmann Alfons）等人对企业资产投资路径依赖

的研究[3]等；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研究

路径自身变化和路径转变的可能性，如“路径创造”

（Path Creation）的研究即属后者之列[4]。

传统的路径依赖研究主要强调路径依赖的 3

个特征：一、产生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二、产生后的

自我强化效应；三、路径锁定。概而言之，路径依

赖强调一种技术、产业或区位模式一旦形成，就很

难被改变，该状态会持续下去并长期保持稳定[5]。

而关于路径创造的研究则突出其中行动者在路径

转变过程中的能动作用[6]。路径依赖研究主要关

注什么是低效率的，及证明结果如何低效率；而路

径创造的研究则试图解释路径为什么和如何形成

锁定，更强调某些使原有路径发生偏离和转变的

能动要素，同时隐含着“从嵌入的结构中逃脱”的

战略[7,8]。目前，“路径创造”的现象已开始在多个

主题领域受到关注，如产业演化[9~13]、区域发展[14,15]、

国家政策与体制分析[16]等，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

讨了路径创造的发生条件及其可能性。但另一方

面，这些研究多数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关于实

现路径创造的实证案例并不多见[17]。因此，本文这

里以广东惠州的区域发展为案例，将其路径依赖

和路径创造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进行解析，以探

讨区域发展路径演变过程中路径创造的实际机

理。这一研究可望为路径创造的理论发展，以及

落后地区的发展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和政策借鉴。

11 惠州区域发展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11..11 研究区域概况研究区域概况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

端，毗邻深圳、香港，北连河源市，东接汕尾市，西

邻广州和东莞。陆地面积1.1万km2，海域面积5.0

km2，是广东省的海洋大市之一。惠州市现辖惠

城、惠阳 2区和博罗、惠东、龙门 3县，设有大亚湾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个

国家级开发区。截至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337.3

万人，常住人口为459.7万人。2007年全市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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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突破1 000亿元大关，跨入全国经济发展一类重

点城市行列。2010年惠州市生产总值 1 729. 9亿

元，在珠三角位列第6位[18]。

11..22 路径依赖的显现路径依赖的显现

改革开放初惠州在经济上是珠三角的外围地

区。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

的产业空间分工模式，但惠州却是排除在外的、

“前店后厂”背后的阴影。特别是与相邻的东莞相

比，1985年惠州国内生产总值13.7亿元，是东莞的

3/5；1980~1985年惠州的经济增速是 12.8%，是东

莞的1/2，二者差距明显（表1）。

表表11 19801980~~19851985年惠州与珠三角核心地区年惠州与珠三角核心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Table 1 Compa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Huizhou and the cities of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1980-1985

GDP（亿元）

1980年

1985年

增长率(%)

惠州

7.54

13.75

12.78

深圳

2.70

39.02

70.59

东莞

7.22

22.60

25.64

佛山

16.78

48.19

23.51

中山

7.22

19.16

21.5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1978年，东莞太平服装厂与香港信孚手袋有限

公司签订了全国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这一合作

是个“偶然事件”，但由于经济绩效和财政收入显

著，东莞政府对此大力扶持，于 1978年 12月成立

了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随后又制定

了发展“三来一补”的优惠措施。政府通过层层

动员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鼓励在港亲友回东

莞投资，动员居民集资兴建基础设施和厂房等，

使“三来一补”在东莞迅速发展和自我强化，东莞

与香港形成了稳固的“前店后厂”生产模式 [19]（图

1）。这种效应迅速扩散至珠三角其他地区，如顺

德、中山、南海等，但惠州却因紧邻东莞而并未惠

及[20]。

针对此现状，1984年惠州做出“办实业、打基

础”的决策[21]，试图效仿东莞的“三来一补”模式解

除路径锁定。这期间，惠州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举

措，包括颁布多项外资鼓励政策[22]、加大基础设施

投入[23]、积极构建招商网络[24]等。但是，受制于路

径依赖的结构性力量，惠州的路径创造最终以失

败告终。如在基础设施方面，1986年惠州的公路

密度仅为 34.56 km/100 km2 [18]，此时东莞的公路密

度已经达到 50.63 km/100 km2 [25]；在政策方面，东

莞发展“三来一补”已获得中央的政策支持[20]，而惠

州作为全省2个粮食调出地区之一，被省政府定位

为农业发展地区，并由此最终形成珠三角与惠州

等地的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图2）。

图2 珠三角与惠州的核心-边缘结构与路径锁定

Fig.2 Structur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s path dependence

22 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突破

为了突破路径锁定，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先后进

行了两次路径突破。第一次路径突破发生在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特征是借助大项目的

招商突破；第二次路径突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中期以后，主要特征是利用国企改制借助跨国企

业的高端突破。两次路径突破，使惠州经济发展

出现了明显加速。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出台，将惠州市全域划入珠三角，这标

志着惠州从区域边缘走向核心，成功实现了区域

发展的路径创造。

图1 珠三角路径依赖的形成

Fig.1 Formation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s path dependence

1030



刘云刚等: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9期

22..11 第一次路径突破第一次路径突破

惠州的第一次路径突破采取的是大项目突破

战略（图 3）。首先，在 1988年的“淡澳地区开发”

工作会议中，惠州政府根据当时形势研究，决定

“以大亚湾开发为龙头，实施大港口、大工业为核

心的大项目战略”，重点发展原材料工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外引内联，采取一系列措施培育新路

径[26]。随即，惠州成立“淡澳地区开发指挥部”，集

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88~1993 年，惠州

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 1 000 km，开通了国内 71条

航线和与国际国内 500个大中城市的直拨电话，

新建和扩建了 14项输电变电工程[27]。同时，惠州

市还利用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本地的投资环境和优

惠政策，如在《中国日报》、《海外市场报》设惠州

专刊，通过中央和省的报刊、电台宣传惠州，发行

地方刊物等。惠阳县政府还主动到香港招揽国际

大财团，成为全国第一个到香港招商引资的县级

政府[24]。

在政府的宣传努力下，大项目战略成效明显。

惠州依托广阔的土地资源、毗邻珠三角核心区的区

位优势、优良的惠州港口条件，成功吸引到了投资10

亿美元的熊猫汽车城落户惠州。这成为1989年当

时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迅速引起了众多国际资本和

国家领导对惠州的关注。随后，南海石化、东方夏威

夷、太阳城等大型项目接踵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外商前来投资，当年投资项目达6 154宗[28]。1990

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达到107.89 %（表2），远高

于珠三角核心区，时人称之为“熊猫效应”[24]。大项

目战略使惠州迅速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洼地”，珠

三角的新路径由此“显现”。

当时的几大项目最终真正投产的并不多，但

大项目本身的轰动效应、国家领导人视察以及媒

体大肆炒作使惠州的形象迅速广为人知。大量的

国内外投资商涌入惠州“淘金”，“80年代看深圳，

90 年代看惠州”这句口号正是诞生于这个时期。

随后，国务院确定大亚湾为广东省重点开放和发

展地区，并给予惠州 3个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批准

惠州港正式对外国籍船舶开放，建立大亚湾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1]等。这

些均表明珠三角的路径发生初步偏离，惠州呈现

向珠三角核心区过渡的趋势。

但是，惠州第一次路径突破仅持续了 6 a。

1993年中央政府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

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

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而惠

州此时正处于建设热火朝天之时，自然成为打击

的重点对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惠州有近 1 000

万 km2的建筑沦为烂尾楼[29]。突然的打击抑制了

惠州路径创造的资金动力，珠三角的路径重新锁

定到原来的状态。

图3 惠州的第一次路径突破

Fig.3 The first path creation of Huizhou

1989年

1990年

增长率(%)

惠州

0.92

1.91

107.89

深圳

4.58

5.19

13.20

东莞

2.73

2.56

-6.03

佛山

2.13

2.22

4.23

中山

0.38

0.53

38.82

表表22 惠州市与珠三角核心地区实际惠州市与珠三角核心地区实际

利用外资对比利用外资对比（（亿元亿元））

Table 2 Comparation of actual us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Huizhou and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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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第二次路径突破第二次路径突破

第一次路径突破失败之后，惠州政府仍不断

寻求路径创造的新策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惠

州就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但并没有获得国家的资

金支持，因此它们从创立以来就努力寻求与外商合

资合作，并形成德赛、TCL、麦科特等新型国有企业

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州的部分国有企

业已具有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和较高的知名度，如

TCL集团的营销网络已经分布在全国130多个主要

城市[30]。惠州第二次路径突破的雏形即始于此。

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

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鼓励发展“跨地区、跨行业、

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惠州市政

府敏锐地“嗅到”了创造新路径的机遇，立即提出

“抓住有利时机，从改革产权入手，搞活中、小型国

有企业”的改革政策，并采取“一企一策”的政策[31]，

对国有企业进行授权经营、管理层持股、推荐上市

等一系列体制和管理创新，借此开启了第二轮路

径创造的尝试。与早期的“合资-OEM（贴牌制

造）-出口”方式不同，惠州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

海外合作方式转变为引进吸收、建立自主品牌，主

要的招商对象也转向大型跨国企业。惠州的国有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吸引具有

较高生产力和知名度的跨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

或直接兼并。如TCL集团实行“强强兼并”的海外

拓展战略，先后购并了陆氏、美乐、彩虹、索华、施耐

德等大型跨国企业。而德赛集团和华阳集团则更

多采取合资和合作经营的资本运作手段。至2002

年，外商投资成为各集团主要的资本成分（表3）。

国有企业改制成为惠州后期电子产业加速发

展的“敲门砖”，也是路径快速成长的触发事件（图

4）。它使惠州的电子产业通过与大型跨国企业合

表表33 20022002年惠年惠州新型国有企业所有权中的州新型国有企业所有权中的

外资成分外资成分（（包括港澳台包括港澳台））

Table 3 Foreign capital sector in Huizhou’s new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2002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集团

实收资本(亿元)

外商资本(亿元)

外资占所有权比例(%)

TCL集团

12.38

8.51

68.72

德赛集团

13.10

9.65

73.64

华阳集团

2.60

1.50

57.72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作较早地连接到全球产业网络，获得比珠三角其

他地区更加先进的技术、管理手段和海外营销网

络。同时重点发展电子产业，也填补了珠三角区

域分工中高端产业的空缺，进而推动惠州的电子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998~2002年间，惠州的电

子工业总产值以年均 26.43%的高速递增，2002年

规模以上总产值达到 547.37亿元[18]。全球电子产

业的地方集聚形成了完善的电子配套产业链，成

为路径创造中期自我强化的动力。一批在国际上

实力雄厚的跨国电子企业纷纷到惠州建立生产和

研发基地，如索尼、三星、LG、飞利浦等。截至

2009年底，已有 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惠州投

资，外商投资企业数共5 542个，投资总额达286.99

亿美元，来惠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27家[18]。惠州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机芯、镭射光头生产基

地，全亚洲最大的电话机、线路板、LED彩显生产

基地；同时, 惠州光驱、组合音响、汽车音响、电工

产品产销跃居全国第一位[32]。

33 路径创造与尺度政治

33..11 惠州路径创造中的尺度运用惠州路径创造中的尺度运用

纵观惠州发展中的路径突破过程，地方政府

主导的尺度战略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成功实

图4 惠州的第二次路径突破

Fig.4 The second path creation of H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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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路径创造的关键。惠州的路径创造表面上是惠

州对珠三角区域发展路径锁定的突破，实际上是

地方的全球化尝试，即地方向全球的尺度转换

（Scale Jumping）。其中，惠州市政府是地方尺度的

主要能动要素，也是力图扩大尺度的主要组织

者。它通过制定发展战略、鼓励政策或行政动员

等方式积极组织地方行动，并借助大项目招商和

国企改制招商的战略利用第三方力量（如跨国企

业和媒体）进行尺度上推，从而使“地方”的惠州从

香港外的渠道跃升为“全球”的惠州，成为珠三角

核心区的一员（图 5）。尺度政治是对尺度可变性

的主观运用，弱势方通过扩大事物的尺度特征来

摆脱强势方的尺度控制，而强势方阻止这种尺度

变化[33]。惠州案例的路径创造从行动者的视角理

解，恰好是尺度政治的作用过程。

33..22 两次路径创造中的尺度政治两次路径创造中的尺度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核心区通过前店后厂

模式，自下而上地固定区域尺度的经济分工，中央

政府则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规划、经济政策和

金融调控等手段自上而下锁定区域尺度。因此，

珠三角的区域劳动分工实质是地方-全球的尺度

分配：核心区是全球化区域，它连接香港而成为全

球尺度生产网络的一个节点；边缘区则缺乏地方-
全球连接渠道，局限于地方尺度的内部生产或为

核心区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农产品、劳

动力等。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惠州未能主动承接“三来

一补”产业转移，在珠三角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边

缘区，成为尺度政治的弱势方。惠州政府在 1984

年制定的“办实业、打基础”决策及相关措施表明，

惠州试图通过直接效仿核心区进行尺度上推（图

6）。然而，珠三角核心区（强势方）利用已获得的

资源、权力及其他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秩序的自我

强化，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招商网络、争取

政策支持等提高中心地区竞争力，从而抑制惠州

突破尺度和创新路径，即形成尺度固定（Scalar

Fix）。

效仿策略的失败使惠州不得不转而寻求第三

方支持。惠州政府在“淡澳地区开发”工作会议中

制定的大项目战略，其目的正是绕过香港，通过联

合跨国企业直接进入全球尺度的生产网络。虽然

引入的大型项目大多流产，但大型项目本身具备

的全球影响恰好成为惠州进入全球视野的有效渠

道，并因此获得新闻媒体等更多第三方的支持而

持续强化尺度上推。惠州的尺度影响最终被扩散

至全球尺度，带来了全球资金向惠州的持续注

入。而中央政府又通过划定区域边界、国家级发

展区、赋予发展特权等举措进一步固定了这种尺

度效果。然而，这种尺度上推手段缺乏稳固的经

济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当中央政府整顿金融秩

图5 惠州路径创造中的尺度运用

Fig.5 Politics of scale in Huizhou’s path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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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调整经济政策时，已实现全球化转变的地方发

展过程又立即被下推至地方尺度。可见，虽然随

着全球化的纵向延伸，基于“地方-全球”的发展主

义管治政权，如城市区域，似乎正在替代国家发展

主义的管治模式[10]，但无论是通过划定领域边界、

行政赋权、产业空间规划等进行尺度固定，还是通

过宏观经济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或直接的行政命

令进行尺度下推，都表明中央政府仍然潜在地掌

握着对尺度体系的绝对控制权，是区域发展中尺

度政治的强势第三方。

1990年代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金融危机及投

资信心重创使地方与全球尺度的连接方式受到极

大破坏。此时，国家颁布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一

定程度上重构了区域尺度的制度环境，使地方政

府得以主导国企改制。随即，惠州市政府敏锐地

推行新型国有企业改革，并借由国有企业改制之

机再次“联合”大型跨国企业（图 7）。此举促使全

球的电子产业链部分嵌入到地方的产业载体中，

并赋予惠州超越地方尺度等级的产业集聚资源、

地位和控制特权，如跨越区域尺度获取国际先进

的技术、管理手段及全球营销网络等发展要素。

全球产业的地方化同时伴随着地方发展的全球化

转变，新型国有企业和电子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最终推动惠州实现尺度上推，成为珠三角、全国、

亚洲甚至全球重要的电子产业基地。而中央政府

则通过《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新固定

珠三角的区域边界，表明珠三角区域经济体系发

生根本性变化，惠州成功突破尺度固定进入珠三

角核心区。

44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

重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市的发展轨迹，展

现了惠州市抓住历史机遇，合理运用尺度策略缩

小与中心地区发展差距的“路径创造”案例。改革

开放以来惠州市通过两次路径突破，成功破除路

径依赖，成为珠三角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其

背后主要的发展策略是尺度政治。在既有的政策

框架内，惠州市政府通过运用“大项目招商”和“国

企改制招商”等尺度政治手法，成功实现了尺度跃

升和区域发展的路径创造。这一尺度运用策略对

于众多边缘地区打破区域非均衡发展路径锁定提

供了基于“空间假设”视角的实践思路；同时，也为

基于理论推导的“路径创造”研究提供了一个真实

的现实案例。

本文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的路径演变过程

中，路径依赖和尺度固定是维系区域非均衡发展

的主要机制。因此，局限于区域尺度或仅着眼于

区域内直接竞争，地方优势将难以体现，很容易陷

入区域的“锁定”陷阱。为打破区域非均衡格局，

边缘地区应从全球视野寻找地方定位，积极争取

“第三方”力量支持，建立地方-全球联系，从而摆

脱区域的“尺度固定”，最终实现尺度上推和路径

创造。而地方政府作为突破路径锁定的主要组织

者，有必要培养对尺度的敏锐洞察力，抓住机会扩

图7 惠州的第二次尺度政治

Fig.7 The second politics of scale of Huizhou

图6 惠州的第一次尺度政治

Fig.6 The first politics of scale of H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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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方发展的尺度影响。如从发展策略上争取中

央政府的支持，争取区域边界重组（如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意园区或开发区

等）、发展赋权（行政区升格、给予特殊政策等）等，

以提升区域地位。边缘地区需要抓住机会显现或

创造相当的全局性战略地位、实践经验和价值或

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前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支

持；其次，对于难以引起注目的地区，可从舆论策

略出发，利用媒体宣传提高地区知名度和形象帮

助吸引资金流入；第三，可从自我努力入手，通过

相对有效且可行的尺度政治策略，主动创造地方-
全球尺度连接渠道，从而实现路径创造。这其中，

如何做好地方全球化是边缘地区能否实现尺度上

推的关键。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管窥，期待

有更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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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reation with Politics of Scale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Path Creation with Politics of Scale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Huizhou CityA Case Study of Huizhou City

LIU Yun-gang, YE Qing-lu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scholars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review the path dependenc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e possibility of path creation, which is character-

ized by real-time influence and mindful devi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behavioral researches remain in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model specific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Huizhou City, China as an example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ning-yp which began in 1979. It reveals that there is path creation in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of scal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alize it. The path creation of Huizhou, which is in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s actually a trial of local globalization—the scalar jumping from locality (rimland of the Zhuji-

ang River Delta) to global (core area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politics of scale,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ch positively organizes locality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f scale, is the active subject

dominating the politics of scale,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powerful third party in the politics of

scale, holding the absolute controlling power of scalar syste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alar fix, the

core area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forms stabl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by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self-reinforcing. As a peripheral locality, Huizhou made use of“big project investment promotion”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for several times to mobilize large multinational en-

terprises, the news media and other outside groups to establish external alliance, so as to scale up and finally

enter the core area. The case analysis of Huizhou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dynamic operation system of“path

creation”, and theorizes the phenomenon of rimland break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o the realization of

path creation with politics of scale by the loc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advic-

es for the rimland to break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tus, indicating that local globalization is the key for

the rimland to scale up, and the rimland should position the localit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actively fight

for the support from a third party to build the locality-global connection.

Key wordsKey words: path creation; path dependence; politics of scale; regional development; H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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